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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
———以 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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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0年代，以电影、话剧、画报与科幻小说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见证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以
“私人空间”为核心的都市日常生活，通过现代科学孕育大众文化，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但由于当时
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理性、公共性的现代社会，导致现代大众文化根本无力承担起文化启蒙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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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代（1900—1909）既是 20世纪的前十年，也是中华帝国的最后岁月。在这曙光与余晖并存的十年里，中国的政局
波谲云诡，革命替代了改良，成了中国知识界寻求社会改革的破题之术。王德威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化特征乃是一种“被压
抑的现代性”〔1〕，即具备时代性、启蒙性的现代性因素已经出现，但未完全展露出来。
但笔者认为，以当下的视野反观 1900年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由存在于都市、租界日常生活的现代大众文
化这一形式所体现。主张“内阁”制的“预备立宪”如火如荼，“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 1905年已经废除，代表传统诗学的同
光体也成强弩之末，“诗界革命”吼声正隆，章回小说逐渐为“欧化”小说所取代，思想观念、语言形态、文学体裁一一开始呈
现出新的样态。而这又与晚清“西学东渐”这一早期全球化的语境有关。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萌芽，是自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日渐瓦解，现代文化逐步建立的必然结果。
不难看出，190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大众文化诸要素相继萌芽的年代：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设立印刷所、编译所及发

行所，完成了从“印书”向“出书”的历史演进；1903年，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周桂笙开始在《新小说》上发表作品；第一部
中国电影《定军山》拍摄于 1905年；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令《大清印刷物专律》于 1906年 7月由清政府颁布；早期话剧团体
“春柳社”成立于 1907年。而且，这一阶段还是中国近代画报业成熟的时代，如北京的《启蒙画报》（1902年）与《开通画报》
（1906年）、广州的《时事画报》（1905年）、上海的《东方杂志》（1904年）、《世界日报》（1908年）和《图画日报》（1909年）等等
都在这一阶段相继创刊。凡此种种皆表明了，1900年代的十年间，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诸要素基本上已经依次出现，称
1900年代为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萌芽期，实不为过。
综上所述，190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实际上是都市文明、工业文明、全球化社会所催生的必然产物，由大的时代背景所
决定，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对世界潮流的呼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这一切也由当时中国的日常生活所决定。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现代大众文化是

“依托传媒业”而生并具备“消费性”的文化形态〔2〕。这两大特征直接决定了：现代大众文化只能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讨论 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就无法规避当时的日常生活。从当时日常生活入手来剖析 1900年
代现代大众文化所呈现出的若干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借此，本文拟从现代科学的传播入手，以日常生活理论为视角，从都市文明的具体特征出发，梳理 1900年代中国现代

大众文化的若干特征。归纳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在 1900年代，现代大众文化从哪些地方反映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二
是在 1900年代的中国，日常生活、现代科学与大众文化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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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日常生活，一般是指“个体再生产因素的集合体”〔3〕。因为日常生活使社会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个体的
再生产，就不会有社会的存在。而且，每个人都具有特殊性和个体性，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会一起发展。从“生产”出
发，挖掘二者之间的认同和冲突，构成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研究方式〔4〕。因此，“日常生活史”也成了近年来史学
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言的“日常生活”，主要局限于研究中国当时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乡村以
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列。
由大众文化所孕育的 1900年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由现代科学所决定、助力。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
现代科学促进了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翻天覆地的变革。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之后，及至 1900年代，现代科学
已经渗透至中国大部分日常生活当中，举凡当时中国日常生活所涉及的范畴———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现代科学产生深厚、
密切的联系。从现代科学入手，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是爬梳 1900年代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独特研究范式。
日常生活为现代大众文化提供丰蕴的土壤，促使大众文化勃兴，并依赖于现代科学，渗透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构成了无数社会个体的生活常态，大众文化便因此而孕育。譬如当时印刷业、运输业的发展导致了晚清报业从冷寂到勃兴
的局面。在 1850年代，《中外新报》在宁波创办时，“当时风气未开，居民尚无看报的习惯。”〔5〕但在二十年后的 1870—1880
年代，《申报》竟然促使“江浙一带，尤其是上海，不仅商绅文士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就连粗识文字的店铺伙计，也喜欢看《申
报》消遣”〔6〕、“自绅商以至于庶人，靡不购而阅之”（《申报》1874-12-15）。到了 1900年代，当时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少
数受过教育的且“凡是留心时局的人，都被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了”〔7〕。在这样的语境下，1900年代的“画报热”亦就不难理解。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读报”改变了民众获得信息的方式，而且随着口岸通商的频繁，生活用品增加，广告需求量也加大，以
珂罗印、五色石印为代表的印刷技术与照相技术的发展，也让画报的印刷达到“妙肖天然；独运匠心，别出心裁，惟妙惟肖，
尽善尽美，凡从前所未睹者”〔8〕，甚至“色分五彩，光艳如生，精妙无伦”（《申报》1888-05-28）的高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名目
繁多的画报自然成了 1900年代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画报、话剧（又称“文明戏”）与电影，是 190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画报的呈现与现代科

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话剧、电影则更是如此。电影自不必说，下文拟以现代话剧与科学小说为例来谈谈这一问题。
在 1900年代，以“春柳社”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开展了早期话剧演出，上海部分教会学校也逐渐开展“教会学校演剧”，这

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戏剧教育的滥觞。与中国传统戏曲不同，被称之为“文明戏”或“文明新戏”的现代话剧，并非在传统的
戏楼里演出，而是在室内。电力技术的发明是舞台灯光乃至世界戏剧史走向历史新纪元的开始，19世纪末 20世纪初，舞台
灯光在造型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越先前的照明作用，成了科学改变文化的重要证明〔9〕。
从这个角度看，出现并发展于 1900年代的中国话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科学对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影响，以及如
何通过大众文化来干预当时中国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1907年，春阳社在“兰心大剧院”上演由曾孝谷、李叔同编译的话剧
《黑奴吁天录》（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结果盛况空前，由于是初创期，演出当然很粗糙，但让当时观众惊叹不已的，则
是“舞台一侧还投来令人目眩的灯光”，“变幻离奇”且“良好的灯光”给观众留下至深的印象〔10〕。当年，“新舞台”创办，开始
采用灯光布景，其他新式剧院皆效仿之，许多剧院因为话剧演出而票房大增，甚至造成了演员、导演与灯光师等人才的奇
缺。在这样的语境下，王钟声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话剧学校〔11〕。认为话剧不但可成为都市人生活的重要组成，而且能够成
为社会革命的工具〔12〕。
借此不难看出，任何一种都市日常生活新元素的出现，必须依赖于三重因素：一是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日渐发展并成

型的大众文化，二是整个生产商业链的存在，三则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三者缺一不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现代科学为大众
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连接、助力的作用。
现代科学丰富了 190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使得

当时的大众文化成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础，而 1900年代的日常生活则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
190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异军突起的“科学小说”———即“侦探小说热”与“科幻小说热”实际上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并不存在，而是先在西方文学界兴盛，再有中国翻译之热潮，尔后才
有本土作家的试笔。纵然有近似于“侦探小说”的“公案小说”，实际上所反映的核心并非是如何运用医学、痕迹学、心理学与
生理学侦破案件，而是强调“清官”如何推翻冤案，使“淫”“盗”者落网，将“文以载道”“诲淫诲盗”的文学化，至于“科幻小说”
则是完完全全的舶来品，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类似或相关的源头。但是它们很快借助自己独特的题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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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传播技术，成了 190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反映了当时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独特需求。
“科幻小说”能在中国传播，当始于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撰文《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称其与马君武等人在日
本联合主编的《新小说》（该刊附设于《新民丛刊》之下）将发表“哲理科学小说”，该刊仍以小说译介为主，如梁启超与罗孝高
从日文本转译的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今译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十五小豪杰》（今译《孤岛历险记》），曾掀起
当时国内科幻小说的翻译、创作热潮。
如儒勒·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今译《海底两万里》）（卢籍东译，连载于《新小说》第 1期至第 10期）、《飞访木星》（周桂
笙译，《月月小说》第 5号）、《世界末日记》（《新小说》第 1号至第 2号）与《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皆为鲁迅译，前者于
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后者于 1906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等舶来科幻小说推动
了科幻小说之热，并引发了国内作家科幻小说创作热潮。
在 1900年代，与“科幻小说”并驾齐驱的还有“侦探小说”，两者共同构成了“科学小说”这一概念。与“科幻小说”一样，

“侦探小说”皆与梁启超有关。早在 1890年代，梁启超就曾试译“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并在《时务报》上发表。到了 1900年
代，凭借着期刊、出版等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侦探小说”的译介成为了中国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郭延礼统计，1900年代，“侦探小说”翻译堪称集一时之冠，已经超越了“科幻小说”的热门程度，出版的翻译作品总共
达数百部〔13〕。译介之热也带动了创作，唤起了中国作家们的积极性，譬如吴趼人曾表态自己创作侦探小说的目的乃是“塞
崇拜外人者之口”〔14〕，因此他写出了《九命奇冤》（1906年）这样的开山之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月月小说》第 7号，
1907年）紧随其后，成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早期经典“双璧”。在整个 1900年代，“科幻小说”与“侦探小说”完成了从译介到原
创的历史性转折，科学小说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各种文学期刊的热销。
尽管学界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与梁启超的思想有相抵之处，但我们亦无法僭越梁启超“小说群治”论与“五四”文化
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内在逻辑联系。仅从“科学小说”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与鲁迅本身就有着先承后续的精神赓续。鲁迅曾
对“科学小说”推崇备至，认为有着科普启蒙的作用，这与“五四”时的科学文化启蒙思潮是一致的。“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
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因
此，“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5〕。但施蛰存对此却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代表 1880 至 1920 年间最通俗、最
畅销、而内容良莠不等之大众读物。”〔16〕

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科学小说”的历史意义与地位。其一，它的社会性、科普性大于文学价值，它成了当时
中国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中下层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读物，反映了 1900年代中国社会亟待启蒙的迫切需求，是
“科学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必然性结果，也是对梁启超“小说与群治关系”“新民论”的具体
实践，还是“新文化运动”中“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与文化启蒙的先声，如果放眼整个历史来看，当然也可以将其认为是现
代中国通俗文学、普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精神根源。“科学小说”不是独立的事物，它具备着历史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的特殊
解读意义。因此，今日重审“科学小说”的思想史价值，必然无法僭越科学思潮的范畴。
综上所述，画报、话剧与科学小说等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科学的影响与意义，现代科学促进

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具体结构与形态，对现代大众文化的产生、丰富与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主导作用，如何立足于现代科学的具象化来反思近现代中国日常生活诸要素的建构，进而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进行另一

重角度的推敲，则是接下来将要谈到的话题。

二

纵观整个 1900年代，可以说它是现代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年，其实也是现代科学决定人类社会发展
的大时代。笔者认为，之所以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会配合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并因现代科学而呈现，乃是因为“私
人空间”（private spaces）的进一步出现。尤其是对于东方社会而言，“私人空间”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是对于“四世同堂”
“胡同里弄”等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存在形态的颠覆与挑战。
因此，本节拟以亨利·列伏斐尔（Henri Lefebvre）与艾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私人空间”为理论路径，以现代科学对

1900年代现代中国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进而结合具体的史实与史料，继续深入探讨前一部分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在
1900年代的中国，日常生活、现代科学与大众文化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从逻辑关系的角度看，上述问题由两个子问题所组成：日常生活如何通过现代科学孕育大众文化？现代科学与大众文

化之间构成了何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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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伏斐尔看来，“私人空间”是“个人”概念的延续，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17〕。沙龙、包厢、浴室、
餐厅、书房等等，都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私人空间”的存在形式，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伦理与秩序的一种强化。但这些空
间都是物质性的，到了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电报、电话等通信设备与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人类在精神上的“私人
空间”逐步获得建立。而赫勒则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大的特征就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前者需要“团体”（或
曰社群）的力量来捍卫，而后者则依赖于每个人的力量，两者相辅相成。不断明确的“私人空间”实质上为“公共空间”的出
现、稳固起到了助力的作用〔18〕。
汽车与电话的发明，是现代科学促成“私人空间”进一步成型的标志，也是形成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的重
要手段。1902年，北京上海两地第一次引进汽车———前者为袁世凯赠给慈禧太后的祝寿贺礼，后者为旅华匈牙利商人李恩
时（Leinz）从香港带入的美国进口车，只供自己使用，工部局为其颁发了临时牌照。在 1902年之后，“汽车”这一新生事物在
中国开始萌芽、发展，1907年，法国《晨报》还举办了一场“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意在中国推广汽车文化。及至 1910年，
上海地区已拥有小轿车 154辆（其中包括自用车、租赁车与自由车）〔19〕，而到了 1911年则至少有三百余辆〔20〕。可见当时在
上海、北京等城市，汽车已经逐渐普及。
汽车的普及实际上暗含了对于“私人空间”的强化，与之同时的则是电话的普及。电话传入中国是在 1881年，但因“信

用无着”而被工部局饬令停办。及至 1900年，南京电报局才开始开办市内电话，1906年，华界在南市码头里街成立中国电话
沪局，次年，英国人成立“德律风公司”与之抢生意，到了 1910年，该公司在上海安装了 1万台电话〔21〕。
电话在通商口岸的普及是 1900年的中国都市日常生活一个重要特征。就当时而言，关于电话的宣传并非完全皆与“迅

捷”有关，而是对于“私人空间”的肯定。当时在聘用接线员时，要求“除了必要用语外，不许多言，形迹可疑者一律辞退”〔22〕，

而且在“英商德律风公司”所安装的 1万台电话中，有近 4000部是私人电话。
电话、汽车等现代科学产物为中国都市日常生活建构了一套“私人空间”场域，这是 190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之一。在

笔者看来，从“私人空间”这一角度出发，就上述问题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两个结论。
首先，在 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通过交通、通讯所营造出的“私人空间”，促使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因此，现

代科学不但改变了都市日常生活，而且为现代大众文化营造出了一个必需的空间。
“空间”是现代西方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时间”相对，是意识形态生产、发展、传播、消费与反馈及其权力分布
和变化规律的场域〔23〕。归根结底，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大众文化，都属于意识形态，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本原因还是
在于现代都市诸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街区、公共设施乃至管理制度等等的出现，尔后带动了消费性、商业性社
会的勃兴。而“私人空间”的形成，则是现代都市所有基本要素的一个前提。
汽车、电话等新兴科技产物的出现，实际上使得 1900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一个新的阶层，即拥有这两样物件者的

“新贵阶层”。他们当中很多人与先前以及当时的帝国贵族、地方士绅或书香世家等传统权贵阶层不同之处在于，并非来自
于帝国的体制内部，而是受租界文化所孕育，凭借自己的同乡裙带关系、个人能力与社会机遇，跻身被称之为“买办”
（Comprador）或大班等新兴财富阶层，譬如虞洽卿、吴调卿、梁炎卿与郑翼之等人。与盛宣怀、张弼士等“红顶商人”不同，这个
新阶层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新生事物与生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在近代中国的重要

推手。
实际上，这些新贵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上都师法欧西，在意识形态中严格地厘清了“公”与“私”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

对于“私人空间”的维护与看重，远超当时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据统计，1900年代上海地区的私人汽车中，有 200余辆为买
办、大班等人所购买，而他们当中有近 3000人安装了私人电话，驾车访友、电话交流成了这个阶层保持个人交流的重要形
式。他们享受戏院包厢、西餐沙龙、电影院、枕流公寓以及汽车、电话等新兴事物带给他们的“私人空间”之快感，构成了一种
现代性的愉悦，进而形成了无数个由“私人空间”所构成的社会阶层。
“私人空间”实际上是西方“都市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伦理中，“个体”（或曰“个人”）的社会
化表达，它构成了都市文明的基本要素。在 1900年代的中国，“个体”的意义根本难以彰显，主张“个人”精神的土壤更是绝
无，政治上依然贯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皇权意识，在思想文化与日常生活上照旧将三纲五常奉行为社会基本伦
理。因此，新贵阶层的“私人空间”之形成并非自发于民间的传统力量，而是源自于租界文化中的西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
被西方现代科学所催化。
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土壤上所催化出的“私人空间”，为中国社会分化出新的阶层而助力，并产生了新的日

常生活形态。今日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场外力导致的革新时，不难看出，这个阶层及其附属阶层是近代中国“市民阶层”（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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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阶层）的雏形，也是中国现代大众文化重要的生产、消费与建设主体。正是这个阶层，开一时风气之先，促使现代
大众文化成型。
一方面，如书局经理、报人与买办、大班等现代大众文化的建设、生产者，他们肯定并认可“私人空间”的存在意义，对于
新生事物热情且敏锐，敢于以个人经济实力来扶持新兴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且他们及其雇员谙熟于现代科学如灯光、印刷、照
相、排版、通讯乃至电影拍摄等等，因此，190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能够得以萌芽，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扶持显然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他们还是现代大众文化的消费、传播者。他们之所以能引领、发展大众文化，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现代大众
文化有了解，并有消费现代大众文化的习惯，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有钱、有闲、有消费品位”的阶层。
种种新生的文化事物，几乎无一不是由租界侨民以舶来的形式带入，再影响买办、大班等与租界侨民有密切接触的华
人，尔后这些华人再在自己这个阶层中效仿之，形成了“二传”式的“西学东渐”，这是现代大众文化在 1900年代传入中国的
路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条路径之下所隐藏着的现代科学力量，显然不可小觑。
其次，“私人空间”的出现还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为观照现代科学语境下的现代大众文化呈现出了一个特殊的

视域。
本文所言“现代大众文化”，是一个舶来的概念，特指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在都市社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样态。它
在形式上依托于新兴媒体技术而存在，如电影、广播与报纸杂志等等；在内容上，则以当时最流行的“西学”为主，既有建构
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反映了都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彰显出了现代科学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以及
该阶层在社会中所投射的镜像。
笔者认为，“现代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建立，其很大一个因素乃是依托于现代科学的“私人空间”随着社会现
代性的发展而不断建立、强化，进而形成了一个初步具备现代性意识的新阶层。
在 1900年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民间化”的进程，即以最普遍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汽
车、电话、火车、医院、自来水、电报等等日常生活要素让当时的中国人最直观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的魅力与冲击。但不难看
出，上述现代科学的产物是舶来的，它最先被西方社会发明，是符合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譬如电话、汽车等等有
关私人空间建构物件的发明，它既代表着西方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当它以器物的形
式引入中国时，它自身所携带的二重性注定了其不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代言人，而且会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带入

中国。
因此，从科学技术的语境来审视现代大众文化，可以发现其“现代性”之处。“科学技术”构成了笼罩在现代大众文化、都
市日常生活与私人空间上空的一张网，并推动着三者的共同发展。上述各种现代器物在成为都市日常生活重要组成、私人
空间建构以及现代大众文化载体和推手的同时，也构成了连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
当它们在 1900年代被陆续引介入中国之后，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冲击，毋宁说是社会意识形态

的变革。新的社会阶层与新的都市日常生活相辅相成，共同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层次结构与发展路向。
但是，我们必须又要直面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在 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科学建构了私人空间，改造了都市日常生活

并催生了现代大众文化，但在这个进程当中，西方的科学观念是否也一同引介进入并助力于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

三

1900年代，新兴的中国社会阶层实际上扮演了革命者而非改良者的角色。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张静江、虞洽卿、梁炎卿等
人都为“中华民国”政权的成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益腐朽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与这个新兴阶层产生了相当遥远
的距离，这是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地性与全球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对立。
可以这样说，190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真正走向开放性的年代，为如何迎接全球化的 20世纪定下了一个基调。现代科

学及其产物正在以迅猛、积极的劲头来改变中国。但与此同时，它也束缚了真正的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人对科
学的认识单一化、日常生活化。历史地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晚清“格致之学”“器物之学”这一落后观念的延续，使得西
方科学文化的精髓难以真正地传入中国。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发展，走的是“先理论，后实践”的道路，从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黑格尔的逻
辑学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工业革命，其间有着漫长的实践过程，而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出现，又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分不开，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经院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精神上使“个人”获得觉醒，而这一切，又为现代科学
在西方的发展、实践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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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1900年代的中国，虽然积极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成果，并用以改造中国社会阶层，但实际上却是“无因之
果”。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新兴社会阶层）对于西方科学史、思想史并无了解，认为所谓西方之先进，无非是船坚炮利、电灯电
话而已。即使有少数改良派或革命派，对西方的议会、宪政与民族国家理论有所了解，并提出了“皇族立宪”等政治改良措
施，但也仅限于望文生义的皮毛孔见。
时至今日，从现代科学语境下出发，重新反思 1900年代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大众文化诸问题，仍然有如下三点可供反思。
首先就都市日常生活而言，中国在 1900年代是现代科学“有表象，无实质”的年代，真正求真、求实、崇尚理性的科学

主义精神与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未在中国获得有效地建立，“私人空间”虽然存在，但却没有建立起理性、公共性的现
代社会。
现在学界常用“摩登”“繁华”等字眼来描述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但这只能概括当时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的表象：物质
极大丰富，各种看似具备现代性的器物轮番上场，表面上呈现出了“与世界同步”的假象。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 1900年代的
中国时，发现当时中国的口岸城市只是在器物的层面与世界同步，而真正的现代科学思想及其延伸出的城市伦理、社会公
德、公民观念并未建立。因此，这种“摩登”只是器物上的摩登，而“繁华”也只是表面上的繁华。
真正的现代科学思想在当时并未被中国人所发掘。在 190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译介自日本的“科学”一词，其实其含义

相当模糊。譬如在 1901年蔡元培就认为“道家者流，亦近世哲学之类，故名、法诸家，多祖述焉。刘氏谓其出于史官，则如近
世进化学家，固取材历史矣。以其与孔氏宗旨小同，故夷之科学，所谓别黑白而定一尊也。”〔24〕在蔡元培看来，科学甚至可以

包括道家；而马相伯 1902年在修订《震旦大学章程》时，将乐歌、体操等课程都列入“科学范畴”〔25〕，1901年，樊炳清主编“科
学丛书”时，竟将历史也纳入到了“科学”体系之中〔26〕。
赫勒认为，“私人空间”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公共空间”同时也随之建立。但实际上这在 1900年代的中国又几乎是不可

能的。因为“私人空间”之于 1900年代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存在于西方经济全球化殖民的依附体，并非自发性的。从整个社会政
治格局来看，中国依然处于封闭当中，“公共空间”根本无法建立。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语境下，实际上隐藏着的是日常生活的悖论。一方面，租界区内应有尽有，高楼建筑并不逊色于当时
纽约、伦敦的中心城区；另一方面，华人聚居区却依然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常识，垃圾乱扔，随地便溺，污水横流，疫病时常蔓
延，以至于租界区西方侨民不得不在许多地方竖起警告，严禁华人进入到某些指定的酒店、商场中〔27〕。这就是后世所言“华
人与狗不得入内”之历史渊薮。如果不从单纯的民族情感出发，仅仅从这个历史现象而言，当时中国新兴阶层尽管生活“洋派”
“摩登”，但对于现代科学知识仍然非常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个真正具备“现代性”意识的社会，不可谓之不难。
其次就现代大众文化而言，190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受到现代科学影响，并与现代都市文明相辅相成，且在现代

都市中获得了一大批稳定的读者群，并为日后白话文以及“新文化”思潮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但实际上，它根本无力
承担起文化启蒙的历史责任。
以前文所述的“科学小说”为例，梁启超最先的愿望乃是“开民智”，但绝大多数读者并未从中获得启蒙意识，而是成了

市井人群消闲的读物。他们通过对侦探、科幻等作品的阅读，来满足自身的审美快感。这与当时“科学小说”推动者的基本意
愿几乎大相径庭。
可以这样说，1900年代所呈现出的现代大众文化，在形式上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后五四”（即新文化建设期）的

文化形式相一致，在表面上具备“现代性”，但究其内涵，却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着较大的距离。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
中国并没有形成以民主、科学、法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伦理，而且这些借助新媒体而呈现的新文化形态本身又处于稚嫩的萌
芽期，因此，若从文化本体的角度来考量，1900年代中国的现代大众文化，其“大众性”远远要大于“现代性”。
因此笔者认为，1900年代的现代大众文化，只反映了半个“民主、科学”。所谓“半个民主”，指它为现代文化如何利用大
众传媒进行传播而奠定了基础，是对“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一定程度的呼应，在形式上让新的语言形式与内容广为
人知，但它却没有真正地完成传播民主价值的使命；而所谓“半个科学”，是指现代大众文化在表面上利用现代科学传播、发
展，并且在题材上对现代科学多有涉猎，但究其本质而言，既缺乏真正的科学思维、科学逻辑与科学理念，也对现代科学的
把握有所欠缺，使得现代大众文化与现代科学始终保持着一种似近却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反映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其“被压抑”的缘故何在。事实上，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晚清以来的“西

学东渐”，是从“器物之学”开始，并没有涉及被称之为“道”的社会伦理、现代文明与价值观念的建立，自然而然“西学”也没
有成为改良中国民族根性、民众群体意识与社会土壤的工具，使得一些看似具备现代性意识的器物甚至政治制度（如“预备
立宪”等等），一旦“移植”到中国来，就结下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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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立足当下反观 1900年代的现代大众文化，发现其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普罗文学以及海派都市文学等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它无疑为 20世纪中国文化定下了总体基调。这是一场仍然存在于帝制阴影之下的文化革新运动，代表了西
方现代科学在中国所投射的镜像，它由全球化、战争与舶来文化所推动，主要发端并发展于中国极少数的口岸城市，是中国
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先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但它仍然不足以承担整个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

重任，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也给后世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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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Life, Urban Civi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Modern Populace Culture in 1900s

HAN Han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1900s, Chinese populace culture such as film, drama, pictorial and science fiction proves the affec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daily life makes private space as core, it breeds the populace culture by modern science and
change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But because rationality and public socie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modern
populace culture can’t assume the historical duty of cultur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daily life; urban civilization; modern science; populac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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